
道德的，抑或伦理的？我们如何认识企业精神： 

“精神人文主义与全球伦理精神” 

原创：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2018-11-15 

本次儒商论域共进行了四场主题讨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践行精神人文

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商业伦理来进行推广。下文为第一场主题讨论的实况速记整理

稿，以飨读者。 

主题：“精神人文主义与全球伦理精神” 

主持人：柯乐山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 

圆桌嘉宾：赵东成（韩国仁川大学校长）、樊和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院原院长） 

 柯乐山（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将进行四场主题讨论。关注我们应该怎样去践行

精神人文主义，把它作为一种商业伦理来进行推广。本场（也即第一场）将讨论 “精神

人文主义与全球伦理精神”。首先发言的是赵东成教授。 

 

赵东成教授（韩国仁川大学校长） 

赵东成：首先我想谈一谈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区别。通常所谓的道德（morality）

是针对个人的道德标准；而伦理则更多的是针对一个集体或者商业的道德标准。当然，

我们自己有衡量对错的准绳，即个人道德。伦理则在社会层面上“规范”什么事情可以

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所以以上问题需要在宽泛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 

我们要搞清楚道德与伦理各自不同的背景。我们现在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要将

企业家精神和儒学相结合来看。我想分辨两件事情，其一是全球背景之下的道德，还

有全球化。通常来讲，公司的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在全球化之前，肯定是国内的发



展。第一阶段：公司在国内的发展。第二阶段：国际上的合作。比如说有出口，可能

把产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进行营销。第三阶段：跨国合作。通常会涉

及到几个不同的国家，这个阶段上公司不是在一个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是在多个地

方同时进行，这里还涉及国际的贸易。第四阶段：全球合作，这个情况下，公司一般

会在一个地方生产，另一个地方销售。而其总部和行政部门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公司

在不同的全球化阶段，会有不同的伦理标准，而国与国之间的伦理标准也会产生冲突。

冲突来自于何处呢？可能来自于个人与公司之间，也可能涉及到不同国家企业社会责

任之间的不同。国家之间伦理体系也会出现冲突，例如中美两国各有不同的伦理标准。

此外，跨国公司的全球策略同国家伦理标准之间也会存在冲突。我相信这些全球化的

公司需要去建立一种基于全球价值的全球商业伦理，并且建构相应地、适应每一个国

家的地方化伦理标准。这里可能会涉及到社会正义、人权、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国

家间互相依赖性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理论上的，还需要我们去践行，当

今的世界需要创造一种共享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司应该去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公司层

面上的目标，而是要包含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在追求这两种价值的同时，我们可能需

要去做出妥协，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出现很多的冲突，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理论去研

究怎样解决这些冲突。 

 柯乐山：谢谢赵东成教授给我们背景方面的介绍，这也是今天上午哲学思考的一

个背景。现在，我们要思考在建立全球商业伦理中面临的一些核心挑战，到底是否还

有一个普世的道德标准可以供企业去采纳？ 

接下来，姚新中教授将谈谈全球商业伦理建构方面的一些历史。在此，我也想请

教姚教授如下问题： 

儒学研究者是如何看待儒学在全球商业伦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您如何看待儒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存在，还是一个主导

性的存在？ 

 

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剑桥大学 Clare Hall 学院终身成员）  



姚新中：德国学者孔汉思有一篇文章叫做《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伦理》，他在其

中表示了对全球化的非常强大的信心，在他看来，全球化将带领我们建立一种新的全

球商业伦理。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他说，我们如果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办法建

立新的全球秩序。孔汉思教授对这一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我认为，这一份宣言

的精神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在一些政治体制和知识领域当中，始于西方的全球化已经不能再扮演主导作用了。

一些自由主义政策，还有宗教上的对话，都已经进行了新的反思，去思考文化和宗教

之间的关系。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也吸引了很多的目光，因为现在非常明显，我们

正在面对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背景，跟 25 年前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解

决现在的挑战？ 

全球化重建了世界的秩序，这种情况成为了以上提到的挑战的主要原因。一些宗

教运动比过去更为激烈，也更为危险，并且在国家、宗教和民族团体之间出现了很多

新的变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类也面临着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加上人类的贪婪，

以及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全球的政治领域和知识领域不得不思考一些新的解决

方案。《世界伦理宣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和规则，在这些规则基础之上，

我们要去建立新的体系。 

适应新的改变永远是一个横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对于当前之问题，我们应该做出

怎样的针对性反应？在现在的环境下，问题在于如何把儒学适应到新的时代当中。杜

维明教授从儒学中汲取了非常多的精华，并与精神人文主义相结合，来为当今这个动

乱的世界提供解决方案。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同时也有非常精妙的

结构。它的基础首先要得到很好的理解，也就是天、地、群、己之间的和谐。精神人

文主义是非常全面的，能够渗入到人心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在人际、群际、国际以及

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之间，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精神人文主义从个人开始，涉及到人

的思维、人心、人的身体活动等方方面面，也可以提升人的自由和尊严。正是通过这

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天地，并且超越自我，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人与自

然的关系，以及人未来的命运。 

以上是我对精神人文主义的一个理解。我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或者说天、地、

人作为一体的理解，是未来天地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前提。除此之外，精神人文主义

也跟世俗人文主义有非常大的区别，世俗人文主义只关注人在物质上的需求，而精神

人文主义则坚持人类生活当中精神层面的重要性，而不止关注我们的短期所得。这在

个人生活和商业生活当中，对于获得成功都非常重要。 

人到底代表什么？这也是很多学者和普通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哲学的世界中，“学

以成人”这个话题所反映的就是哲学家需要通过思考才能够得到人的定义，并且找到

如何成为人的一个途径。对于所有的种族和群体，重新思考人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精神人文主义由杜维明教授提出，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启发，也能够帮

助我们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伦理标准，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郭少棠：杜维明先生，以及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都是我的思想上的导师，杜维明

先生建议“学以为人”为本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习”在我们儒家的传统思维当中

并不是学书本，而是学做人，是要做君子，所以“学以为人”实际上定义了修身养性的

概念，是儒家的概念。 

杜先生、孔汉思先生在过去四五十年一直希望把一些新的价值观揉进全球的视角，

他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愿景。今天我们的大会，还有我们的特邀论坛，还

是讲“学”的概念，讲精神人文主义概念。我们做的工作，是为未来的世界打造一种全

球的伦理观。为了更好地进行交流，我们必须首先清晰把握什么是 “学习”，什么是“人

文主义”和“精神的人文主义”：这是两个概念揉在一起的新概念，也就是说把人文主义

进行精神化，把一些精神的东西嵌入人文主义。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欧洲文

艺复兴运动的概念，但当时他们所提到的更多还是宗教的一些信仰。人文主义的东西

和精神信仰的东西，在当时是分开的。杜维明先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创新，把人文主义

进行一个新的定位，给它带来一个精神的内涵。而精神或者宗教的一些概念，也应当

有一个人文的维度。刚才我们提到的教皇方济各，他也说要在这样一个精神领域、神

学领域加入一个人文的维度和人文的内涵。当然他更多还是天主教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要首先把握什么是“学习”，把握什么是“精神”，什么是“人文主义”，再把握

“全球”这个概念。第五个概念我觉得也很重要，刚才傅先生说的非常好，所谓 “情境化”，

看你说的概念在什么环境当中。你不能只是形式主义地说什么东西，形式主义地讲秩

序。你不能跟人说“你就这么干，你就那么干。”你得从自己做起，要修身养性，先从

自己做起。 

 柯乐山：樊和平教授在负责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主要关注中国社会道德的衰落

趋势。我想知道您的研究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什么样的解药？如何去克服这种衰落的

问题呢？或者说，针对这些缺乏伦理观、伦理的行为，您能提供什么样的解药？ 



 

樊和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樊和平：我的发言有两个维度：一是哲学大会的维度，二是我们这次对话的维度。

哲学大会体现了“哲学”，我们这场对话体现“企业伦理”。刚才听了三位教授的发言，我

突然改变了我的主题。刚才三位教授的发言分别有三个关键词：第一，赵教授谈到了

伦理和道德的区分。第二，姚教授谈到了世界伦理的问题。第三，郭教授谈到企业对

于精神的理解。我想把他们所谈的几个概念串连起来，集中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我认

为，中国的精神人文主义是一种“伦理”的人文主义，而不是一种“道德”的人文主义。我

们企业要提倡一种精神人文主义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伦理”地思考。 

刚才郭教授谈到了精神的概念，以及精神概念人文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回应、

诠释和补充。精神的人文性、哲学性，实际上东西方在近代以来，或者说古代到近代，

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在中国，关于精神最著名的一个诠释就是王阳明先生做出的。

王阳明用良知来诠释精神，他说，良知是什么？“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

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良知就是精气神。黑格尔讲精神有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精神是单一物和普通物的统一，必须要达到普遍性才能达到精神。第二，精神

和自然相对立。精神不是出于自然的，它不是一种理性的人文主义，也不是一种世俗

的人文主义，它必须要和自然相对立、相对视。第三，精神就是知行合一，不光是 “知”，

而且是“行”。 

我们需要在一个关于精神人文性的中西方结合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对话。刚才主持

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杜维明先生提出精神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世俗人文

主义，或者说理性人文主义、没有精神的人文主义。到了我们中国以后，郭先生讲，

要基于儒家的传统，姚教授也说要基于儒家传统。儒家传统精神是什么？儒家传统最

重要的要义就是入世而出世。 

我们这一次哲学大会的几个结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实际上就是

杜先生讲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要素。但是我们现在谈这四个要素，或者理解精神人

文主义的时候，仅仅是把它理解为与世俗和理性相对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从源头上来说，是我们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理解诠释出了问题。雅斯贝斯说过，

人类在轴心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在精神上把自己抬高到和宇宙统

一的高度。金岳霖说，人类在轴心时代发明了一个崇高的概念，这个概念在西方叫做

上帝，在印度叫做佛祖，在中国叫做道。那么，金先生对雅斯贝斯的这个诠释有什么



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承认“道”，不承认伦理。中国的特点是，儒家和道家

同时诞生，《论语》和《道德经》同时诞生。《论语》和《道德经》最大的不同在哪

里？《道德经》只讲道德，不怎么讲伦理，而儒家《论语》特别讲伦理，当然也讲道

德。那么，它们之间的差距在哪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庄子在《大宗师》里说：“泉涸，

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说，当两条鱼相遇的时

候，在泉涸时期，与其相濡以沫，不如追求一种道德上的自由，相忘于江湖。可是，

中国人到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庄子告诉人们的智慧是你们追求道德、自由，去吧，追

求道德去吧。可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崇尚、奉行的是那种可歌可泣的相濡以沫，把庄

子那样一个相忘于江湖的道德早就忘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儒家和道家在中国文化当

中的命运值得我们反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道家没有伦理的概念。 

所以，20 世纪最大的觉悟不是道德觉悟。世界伦理到了中国，在讨论的时候就变

成了世界道德，这怎么会不出问题？我们讲企业伦理时，实际上讲的是企业道德，企

业家的社会责任，这样就把精神性的一些东西都抽掉了。20 世纪最大的一个觉悟就

是伦理觉悟。陈独秀说：“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卢梭说，“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学会伦理地思考，这相当程度上已经决定我们种族

的绵延。”所以，伦理的觉悟才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觉悟，并不是道德的觉悟。可是我

们把道德的觉悟当做最重要的觉悟，这就出了问题了。 

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今天的中国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中国好多时候有一大

堆好人，就是子债父还。儿子去世了，欠了一大批债，然后这个父亲含辛茹苦，不知

道吃了多少苦，把这个债务给还了。我们只关心一大堆道德上崇高的人，但是我们不

知道，在一个家庭遭遇这样一个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大

众、国家、政府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去帮助他，这么多的债务为什么要让一个老人

去还？这是伦理的缺位。这个在西方与中国有同样的表达：在西方，就是尼布尔所说

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在中国，叫“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我们今天为什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

题？是伦理认同的问题。一方面，社会不认同企业家。我们持续 10 年的调查发现，

企业家被排于第三位不被信任的群体，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这个群体都排于第

三，这 10 年当中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企业家对社会的认同也出了问题。企业家最

认同的伦理观是家庭观，但对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特别是个人和自然的关系，

在所有的群体当中，认同力是最低的。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企业家的伦理状况而不

是道德状况出了问题。我们总是讲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但问题在于我们企业家如何才

能有伦理，有了伦理才有精神。我们追踪调查，到最后得出当今中国伦理道德最大的

问题，一是无伦理，二是没精神。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问题。 

所以，今天讨论的精神人文主义，对于我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有利的。我

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伦理情怀，要有一种精神。我们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最缺少伦理情怀，最缺少精神气质。企业家最感兴趣的是 “道”，但



是对这个“伦”字，很少有企业家能摸得清楚。所以，一定要有伦理情怀和精神气质，

这是今天涉及我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就简单做这个回应，谢谢！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是新

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

是美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郭少棠：我觉得道德和伦理之间的区别必须要有很好的理解，解释起来应该也不

会很难。在一开始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界定好。我想强调，我们要把所有的知识都能够

践行起来，否则我们就会一直在探讨一些抽象的、名义的道德。我们一直在从理论角

度去讲道德，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问题在于怎么做？ 

一些伦理方面考量也是一样。从概念到现实的转变，有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首先，中国文化是非常侧重于“和”的。我们认为团结和谐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很多东

西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不管是知行合一，还是精神人文主义跟其他的一些。在谈到

理论与实践的时候，我们也很侧重于“和”，这也是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姚新中：我想再补充两句，樊教授刚刚用到了伦理、道德这两个词，应该不应该

简单翻译成 ethics、morality 这两个词？我觉得，其实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谈这两个

词，而不是从单纯的词表面来讲这两个词。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责

任都放在企业界和商人身上，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而这个问题

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而在于我们如何去做。这才是整个中国当

前问题之根源，世界也是如此。谈到伦理，我们不应该光去看名义上的规则是什么样

的。规则是很好讲的，但是何如把规则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融

入到我们精神当中，这才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 



 赵东成：之前我听说孔子讲过知行应该合一，这个也没有人会反对。全球伦理也

是一个必须要建立的东西。问题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阶段，有很多的中国企业，都在

转变，从国内企业变成国际企业，甚至变成全球企业。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秩序，必须要有全球伦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探讨

全球商业伦理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应该如何去跟全球商业伦理进行融合呢？这也是我

想要跟各位探讨，想听各位回答的问题。 

 樊和平：有几个关键词，还是伦理和道德、区分、规则、全球伦理、商业伦理。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把孔汉思那样一个《宣言》，称为世界伦理，而不是世

界道德？我们为什么在谈商业伦理，而不是商业道德？这里头包含了一种文化上的选

择和文化上的传统。我提醒大家，中国因为没有宗教，所以说伦理非常重要，而不是

道德。虽然我们现在很担心宗教问题，但是我非常乐观，按照我们持续调查的结果，

中国人相信宗教的比重非常小，8%-12%，而且今后也不会在宗教道路上走下去。为

什么会这样？中国只要有伦理，宗教就不会成为主流。 

大家在谈规则问题，在这个时候没有时间来谈伦理和道德的区分。但我们今天是

哲学大会，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应该讨论的。我只说两个最典型的案例，道德

和伦理到底怎么区分？只讲道德，道德是讲什么？“存天理去人欲”，非常紧张，紧张

到什么程度？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我读来读去，读到曾子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会精神分裂。曾子要这样 “吾日三省

吾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太多生活上的压力，把道德作为一个生活方

式。第二，他非常纠结，他没有达到孔子那样一个自由的境界，必须要时刻保持一种

极度的警惕和极度的紧张。还有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康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当

中讲到，“有两样东西越是想，越是满怀敬畏，一是头顶的星空，二是人的一生的道德

律。”我总是在想，为什么康德敬畏？我觉得康德没有搞懂。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批评，

康德完全没有伦理的概念，而且把伦理加以凌辱。所以康德走不出来了，这个《实践

理性批判》，他只能敬畏。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只是迷信普遍规则，认为规则能解决一切问题，我觉得倒

不如把道德就还原为规则，在这里头没有精神，乃至于没有人文的。所以，我认为如

果真的要回到一种精神人文主义，就必须要到（特别是中国）伦理当中来寻找答案，

而不是到道德当中。 



 

孔汉思(Hans Küng，1928 年 3 月 19 日-)，瑞士学者，德国杜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基督教研究所

所长。曾长期担任宗教顾问，近年来积极推进全球伦理思想，倡导宗教对话，是全球伦理基金会创

建者，1993 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起草人。  

嘉宾（甲）：你刚刚说中国人不相信、不信任企业家，其实这不光是中国的现象，

我觉得不管是世界什么地方，至少有一半人以上，认为企业家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为

什么大家会这么想？合理性、合法性它们之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一个人违反法律，

他就需要进监狱，受到惩治，这是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在合法性之外，我们还期望公

司能有更多的作为。比方说瑞士、德国、美国，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期待着公司有不同

的作为。所以，在合法性以外，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会对公司有很高的期望。也

就是说，公司在合法的基础之上，需要有更多的作为来满足人的要求。这也是一个非

常高的标准。我们对公司一方面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公司还要去满足自己的合法性前

提，需要去遵守本地的法律，也要遵守全球的法律，同时还要遵守全球人的期待。 

嘉宾（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翻译上的误会。樊教授所言并不是说中国人

不信任、或者说不相信企业家，而是说整个社会总体上对于企业家的评价不高，这其

实是有细微差别的。在整个社会当中，对于企业家的看法并不太好。为什么呢？这么

说吧，中国 5000 年来一直都是非常集中式的国家，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这个

体系中不会看重任何一个出头的人。如果说你在任何一个组织当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

领导角色，你就不会被社会看得很高，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改善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过渡时期，生产力是在飞速提高，社会体系和社会进步却非常缓慢，这个问题政府也

已经意识到了，政府要改善这个问题。但是，只要涉及到文化，变化就会非常缓慢。 

樊和平：刚才两位教授提的问题，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视角。一方面是学理的立场，

一方面是我们对我们企业的关照。首先从学理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不信任企业家？财

富有双重本性，一个是经济学的本性，一个是法哲学的本性。财富的经济学本性是追

求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的法哲学本性是平等，如果没有平等就没有财富的合

法性。所以孔夫子才讲：“为富不仁”。“为富不仁”本质上是一个法哲学命题，不是一个

经济学命题。我们往往把财富作为一个经济学命题，这是一。 



第二，刚才傅教授讲为什么对企业家不信任。我补充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

社会大众对国有企业家的信任度，比对民营企业家和私人企业家的信任度要高得多，

这到底是为什么？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这里头不仅仅是一个不平等问题。我们问一

个问题，你愿意与什么人做邻居？在以前，中国不被信任的三种人当中，第一是党政

官员，第二是娱乐圈。现在，反腐败了，娱乐圈的人高居榜首，党政官员的信任度提

高了。但企业家没有办法，虽然有人愿意同企业家做邻居，但是选择率不是很高。这

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企业家们，我们长江商学院在进行企业家培训的时候，非

常值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姚新中：我们首先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背景，中国在过去的 40 年出现了巨大的变

化，现在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 40 年的变化，在欧美国家经历了 100 多年才得

以发生，而在 40 年当中，中国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问题

还在于怎么喂饱肚子。到了今天，食物已经非常富足了，我们才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思

考，这种变化本身是巨大的。在这种经济变化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思维又没有经历足

够快速的变化，仍然停留在之前的状态。比方说“人人各扫门前雪”的情况还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的社会财富已经得到了足够积累。在这 40 年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在

国有企业或者说一些其他私人企业，并没有完全遵守我们之前的道德原则，所以才会

出现今天这种不信任的情况。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点，如果没有这些人，中国经

济也不会实现现在的发展。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经济体，但在 30、40 年间的

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如何才能将中国同西方世界的轨

道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并且及时思考的问题。 

郭少棠：我觉得我们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今天上午也说到了，人应该 “学以成人”，

企业家也应该“学以成人”，成为精神上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重点在于我们要看到

时间同空间两个维度，并且从相对的角度把它们融为一体。我们所探讨的话题非常具

有启发性，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不同领域，每个领域都过

着自己不同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缺失了一块，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

接下来的 20、30 年当中，会出现非常多的新变化。在香港，至少每周我们都会有很

多关于未来新的畅想，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未来的视角。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60TMxl9dQwLIsGFEj_dorg 


